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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议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原理学是学科和学术之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三大体系”建设离
不开原理学这个话语基准，而后者又必须以史为鉴，具有历史维度，即学科史维
度与学术史维度。是以，从学科史、学术史出发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学原理学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我辈肩上。如何有理有节地在继承和借鉴
中扬弃与创新，决定了目标的高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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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
“５·１７讲话”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场域的一些关键话题被重
新激发。作为在中外文坛长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一员老兵，本人忝列其中，并
就有关问题提出一己之见，自然是备感荣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的某些
观点曾在本人的其他著述中有所涉及，在此重新阐发，而方法所自也，立场所
由也。

１．学科史研究任重道远
在我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学科杂糅并举的结

果。从现代学科概念看，我国甚至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或
者说，外国文学学科和中国文学学科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现代
以前，我国固有经史子集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
但从未用学科史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贯穿起来，及至西方的坚船利炮撬开我华
夏门户。
首先，“百日维新”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

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康有为１９５８：２６７）。１８９８年林纾翻译《巴黎
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成规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
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
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还于１８９８年提出了译事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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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雅”。“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
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也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１９０２）等檄
文重新界定文学价值，将文学提到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杠杆的高度。王国维
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１９０４）。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共党史明确视其

为直接影响了其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１１），同时，它也是我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发端（五四运动
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２００５ａ：６８）。同时，五
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１９９８：１９２）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
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是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
成了三大主义；二是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是由
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
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从而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
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２００５ｂ：５２５）在《我怎么做起小
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
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利用外国文学宣传科学、民主和民族独立思
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学和俄苏文学、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以特刊形式得
以译介。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还与茅盾联袂创办了《译文》杂志。除国外
现实主义文学外，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一股脑儿进入我国，后者在上海
等地掀起了现代派诗潮。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以冯至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和以
卞之琳、穆时英为旗手的新诗派，中国新文学大抵浸润在蜂拥而至的外国文学
和本国现实两大源头活水之中，而且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
手翻译、一手创作的“双枪将”。故此，围绕外国文学翻译，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
实秋、林语堂和陈源等人进行辩论。鲁迅（２００５ｃ：３６４－３６５）曾系统阐述其翻译
观，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
姿”；他针对一些“宁顺不信”说，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观（所谓“硬译”说便是梁
实秋对鲁迅的反诘，而“直译”才是鲁迅倡导的方法）。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
统一”。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判断。这已经牵涉到文学翻译
的“归化”和“异化”问题。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评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新
文学乃至白话文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出于革命斗争和思想启蒙的需要，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

鲁迅自《摩罗诗力说》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文学工作者。茅盾
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基于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茅盾的《西洋文
学》、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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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著
述。虽然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出现也并非
一帆风顺。对俄国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
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遭到了
国民党政府的封杀与追剿。就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一度
嘲讽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由是，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
修斯式的盗火者。郑振铎（１９９８：１３６）认为“灌输外国的文学，使本国的文学，取
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从“娜拉的出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大批热血青年在外国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从学科的角度看，我国的文学史理念和文学史写作也直接

受到了外国同行的影响。首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学者瓦·巴·瓦
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于１８８０年出版的，尽管它只是有关经史子集的泛泛
而论。在此之前，我们也的确只有经史子集，或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等分而治之，却古来无史。至于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则是窦警凡
的《历朝文学史》（１９０６）。它可能起笔于“百日维新”时期（即１８９８年前后），但
目前所能查考的最早版本是１９０６年。此后开始陆续有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
出现，但大抵不是真正的文学史，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它们尚未形成明确的
学科史概念，更没有将小说和戏剧纳入视野。第一次具有鲜明学科史理念的中
国文学史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１９２３）。用鲁迅（２００５ｄ：４）的话说，我
国小说“自来无史”，但整个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这部小说史呼应了
梁启超关于小说的惊世之谓。
如今，我国各类文学史多达三千余种，其中包括数百种外国文学史或国别

文学史。学科意识固然日渐明确，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同心圆
式价值标准却尚未建立。这既是我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和文学创作与评价标
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

２．学术史研究方兴未艾
作为学科基础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歧出，观点五花八门，其中固然原因很多，

但归根结底却是由学术史研究的阙如所致。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学术范式
纷纷扰扰，各种观念潮起潮落，导致碎片化、唯文本论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
和自话自说所在皆是。当然，数千部文学史中不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的优秀作品，但总体说来大抵呈现扁平化和多元发散态势。
学术史研究发轫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

研究方法明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
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
“百日维新”，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２０１６：２）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明确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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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去脉”。
自此之后，我国前辈学人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曾自觉运用学术史方法，

对中外文学进行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开拓。譬如在稽考神话源头时，鲁迅
（２００５ｃ：１９）就曾发表了富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洞见，“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
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
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
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随繁”。这与
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及其作为西方文学武库的言说如出一辙。
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几十年

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学术碎片化和唯文本论（德里达谓
“文本之外，一切皆无”）泛而滥之。正因为如此，重启学术史研究方法，至少具
有几重意义：之一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
性，民族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如是，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
代小说史》不知让多少“鲁郭茅巴老曹”让位于“张爱玲们”；之二是在作家作品
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
见森林”，这是避免低水平重复，杜绝形而上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三是
阻断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的拔起萝卜不带泥的批评，让文
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之四是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二者不可偏
废。考我国两千多年学术史，从“文以载道”说到目下无比纷杂的种种“主义”和
“网络化”趋向，越来越众声喧哗。这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资
本从地区到国家再到国际垄断的重要症候。马克思和恩格斯（２００９：３５）在《共
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
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我们的难题是既要快速补课，还要有所持守，甚至必须高举全球化大旗以继续
发展和壮大自己，并兼济全人类。这就尤其需要进退中绳，取舍有度，以便在国
家和阶级消亡之前守护民族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
自救不擅，何以善人？
同时，民族虽然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

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
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
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
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
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
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
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
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
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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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
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信仰或思想的宗教更是如此。因此，
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宗教、习俗、语言等联系在一
起的。
有鉴于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务之急，也

是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的历史课题。当然，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既不能滑向
泛世界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可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语言文学作为人文基础，其肌

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

断发展，因此，语言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载体。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这是就一般意
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而学科史、学术
史和原理学正是厘清复杂问题的有效抓手。

３．文学原理学研究刍议
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塞尔登的《从柏拉图到现在》再到近年接连出版

的《文学导论》，西方诗学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我国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
目下的各色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也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文学经典”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大体系”建设迫切需要我国学者立足本国、立足当下，践行“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故，重新梳理和检点文学原理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简而言之，原理学旨在探寻规律。无论文学多么玄妙、如何言说不尽，它终

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
诗、青年的戏剧（或／和格律诗）、成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或／和回忆录）是一种
概括；自上而下、由外而内、从宽到窄、自强到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是一
种大势。犹如被幽暗的森林（及其狮、豹、狼）阻断前途的但丁必得经历史的维
吉尔相助方能豁然，规律的探询离不开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文学的言志与
抒情、有用与无用、主题与情节、载道与消遣、反映与表现等既可能并行不悖、彼
此兼容；但也完全可能形同水火，构成二律背反，恰似矛之于盾、盾之于矛。并
行不悖或此消彼长也罢，二律背反或对立统一也好，文学原理只有在历史和时
代社会的纵横坐标中才能道明说清。反之，一旦置概念于学术史和现实语境这
两个维度之外，接近文学规律或文学真谛的努力也就付之阙如了。
中外先哲多热衷于探询文学真谛，盖因文学最敏感，其触角直击世道人心，

被誉为时代的晴雨表。如此，有关文学原理的讨论如长江之水从远古走来，向
未来奔去，滔滔不绝。中国古典诗学被认为发轫于老庄和孔子，西方诗学则明
显起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等滥觞随着历史的沿革不断丰富乃至汇集成
目下的汪洋大海。在此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辨传统与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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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时代兴盛的学术史范式使美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上完成了交织与

融合，但这种学术史范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还相当欠缺。
为说明问题起见，不妨缩小范围，自近百年来影响我国文坛的文学原理学

说起。从１９２５年马宗霍先生发表首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论》到１９５３年苏
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引进、１９６４年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
理》或波斯彼洛夫的同名著作或蔡仪的《文学概论》（发表于１９８２年，但实际写
作时间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目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或诗学、
诗论等，洋的、土的、古的、今的，可谓汗牛充栋。下面姑且以我们相对熟识的近
百年历史为经，以三种代表性著述所蕴含的时代为纬，来简要假说现有文学原
理及批评理论、批评方法和价值标准的局限。
首先是马宗霍先生的《文学概论》，凡三篇，由“绪论”“外论”和“本论”组成。

马宗霍显然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刺激，试图用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路径建构
现代文学原理，其中回荡着刘勰、钟嵘等古代诗学家声音，攫取的几乎皆为中国
本土材料，且偏重于文字学方向，故而略嫌狭窄。虽如此，然作为首创，亦功不
可没。在界定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这个偏正结构（文与学）之后，作者（１９３５：６）
认为凡文学者，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
感。在“法度”章中，作者认为文学既不可无法，也不可泥法；复在“内相”章中说
到古来文学一曰有神，二曰有趣，三曰有气，四曰有势；又在“外象”章中归纳出
四曰，即声、色、格、律等；基本以汇集古来文人学者并各家之说而成，尽管偶尔
也会牵涉西洋人等的相关点滴学说。此类以中国古典诗学观念为基准的文学
原理学延绵不绝，且愈来愈多地同西方诗学杂糅。当然，坚持中国诗学体系纯
粹性（包括材料和认知）的学者依然不在少数，例如认为中国有独立完备的诗学
体系，相关观点不仅足以与西方各色流派对应，在神韵、意境、风骨、气势等方面
也具有相对广阔的审美向度；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基本是配菜师的做法，
缺乏纵深感（即学术史意识），比如说到修辞，它们可以将孔子、刘勰、归庄等并
置一处，全然不顾之间的承继与变异；说到意境或其他概念也是如此。殊不知
同样一个美字，古今中外的认知却是同少异多。再说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如果是客观的，为什么萝卜白菜、燕瘦环肥各有所爱？如果是主观的，为什么青
山绿水人见人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难有定论，但若不顾时代的偏侧、历
史的衍变，单说文艺司美又有什么意义？况且近百年来许多被定于一尊的不少
现代经典彼此殊异，且大抵具有审丑取向，与古典美学的界定大相径庭。
其次是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２００８：

３０８），蔡仪先生（１９８３：１）的这部文学概论在原理性揭示方面广泛借鉴马克思主
义文艺观，尽管这一文艺观带有鲜明的苏联色彩。作品凡九章，是谓“文学是反
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发
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文学的创作过
程”“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第一章开宗明义，认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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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的首要标
准是反映生活，而且是客观的社会生活。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这个词，
且不说客观是相对的，即使照相也有光与对象以及角度等诸多因素构成，遑论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原理或文学史写作中此类问题很多，
但最根本的依然是学术史方法的缺失，盖因单就西学而言，客观论从模仿说到
反映论、再现论经过两千多年，早就开枝散叶、繁茂无比，以至于在２０世纪泛而
滥之，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此外，我
国传统诗学精神也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罔顾。几相对位，便不能不令人唏嘘。
再次是董学文、张永刚先生的《文学原理》。这是我国近一个时期出版的诸

多《文学原理》当中的一部，拿它做个案有一定的任意性，也就是说视它为之一
并不意味着多少特殊的价值判断，但它确实是我国高校文学系使用率最高的，
几乎没有之一（除了塞尔登的《从柏拉图到现在》）。这部作品显然较多地糅合
了西方文学思想，并从“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文学的主体
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六个
方面阐释中外文论，演化出文学的观念与现象、真实与超越、语言与修辞、形象
与意境、体裁与类型、通俗与高雅、游戏与宣泄、阐释与批评等话题，其中有关
“言、象、意”“作家、文本、读者”等尤为明晰地杂糅了古今中西文学观念。但作
者在解释文学理想、文学现象时总体上以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主要参照，而
且是平面化的和相对任意的攫取。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原理依
然缺乏基本的学术史维度，依然像是在文学概念的版图上指点江山，因而依然
缺乏纵深感、历史意识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所批判的）。反之，真正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必须尽可能地置概念、问题
于历史语境当中，比如文本一词，假使你还有起码的作家关注、读者关注，那么
就应该尽量回避之，盖因它是形式主义美学崛起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
构主义强调作品独立性时常使用的一个称谓，如罗兰·巴特（《作者死了》）和文
本之外一切皆无的唯文本论思想；再比如同样这些话题，完全可以取法学术史
方法，在来龙去脉中去粗存精、推导规律。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在兼容古今中
外、厘清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扬弃文学研究碎片化、去原理化等方面
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用作者（２００１：１，２５－２６）的话说，
“对文学原理某些从思辨性讨论转向实证性研究的趋势并没有表明文学基本理
论的探索已经完结。相反，实践表明文学原理基本概念、深刻内涵、应用前景及
其新形态的展示，还远未被发掘出来，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还摆在我们面前”。
既然必然王国尚在前方，那么我们距离自由王国必定还很遥远。由是，作者提
出的文学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文学的感性之象和理性之意以及文学认识和评价
等问题当然也远未解决。
以上所述，无论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还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自然都

是相对之谓。文学原理著述多如牛毛，但归根结底，一切文学原理终究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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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总结和引导文学批评，梳理、概括和揭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认知、鉴赏
和评判文学经典首当其冲）。
真假、善恶、美丑始终是衡量文艺价值的主要坐标。是以，中外文艺界在认

识论、价值论和审美维度上进行了上千年的论争。然而，由于唯文本论和后现
代主义的扫荡，近几十年我国在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去社会历史与社
会历史批评、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对立中不断摇摆，甚至大有反
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其中的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取向不言自
明，譬如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好在我国具备丰富的伦理学批
评、现实主义批评和审美批评经验，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和自觉不断深入人心，
有关传统获得了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如今，如何从文学原理学的向度出
发，重新审视真、善、美不仅条件成熟，而且任务紧迫。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批评的要求，也是“三大体系”建设中争夺话语权和攀登学术高峰的
不二法门。随着“四个自信”逐渐深入人心，文学批评正日益回归正途，但必须
未雨绸缪的是我们在强调文学伦理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同时，切不可将审美维度
置之度外。时至今日，审美与审丑，乃至以丑为美只是一线之隔，界线却越来越
模糊不清。历数中外当代文学经典的消长和沉浮，我们不难看出个中蹊跷，而
这恰恰是重塑审美原理的理由。自从１９世纪罗森克兰兹提出审丑美学至今，
各种审丑逐渐下滑，进而抛弃了他关于写丑是为了审美，即反衬美、凸显美的美
学宗旨，转向了以丑为美，甚至使丑学与厚黑学殊途同归，而这更是文学原理、
批评话语拨乱反正、重塑新时代美学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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